试探五四启蒙思潮趋向低落的原因
指导教师：张宁

摘  要：本文探讨五四启蒙思潮趋向低落的原因。五四启蒙思潮是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治失败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新的救亡道路的思考和实践活动。但是这一思想启蒙运动兴起不久就开始走向低落。笔者通过一、一元话语对多元话语的取代，如知识者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和救亡话题的一元化趋势的碰撞等；二、政党思想对自由化思想的取代，如政党政治目标的唯一性、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走向和中国国民党专制下的“三民主义”等；三、知识阶层的分化，如“为主义而斗”、“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关于“根本解决”问题等几个层面，对五四启蒙思潮趋向低落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清理。 
关键词：五四 启蒙思潮  低落  原因
五四启蒙思潮是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治失败后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新的救亡道路的思考和实践活动。但是这一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延续了几个世纪，它兴起不久就开始走向低落。本为拟对造成五四启蒙思潮低落化的客观因素作一个初步的探讨和清理。
一、一元话语对多元话语的取代

所谓的启蒙是指告别蒙昧状态，启蒙运动则是帮助人类告别蒙昧，步入文明的运动。康德曾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以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这里的不成熟的状态就是指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即是蒙昧。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等影响，17、18世纪欧洲开始了一场以理性、自由为追求目标的启蒙运动。它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启蒙思想家在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激烈的解剖和批判的同时，他们主张用理性的阳光来驱散现实中的黑暗，努力构建一个民主科学的美好时代。中国当时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学习了欧洲的启蒙思想，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宗法专制以及儒家思想。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在它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中国传统观念，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主张，鼓吹民主与科学。之后《新青年》又相继发表了知识分子的各种论说和白话诗文。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的儒学思想以及封建伦理纲常，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学，强调用白话文来进行创作。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并形成了多元话语这一特定的时代特点。

首先，表现为当时的知识者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大文化观下的多元化的思想价值取

向。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划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以民主与科学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为此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在全国形成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提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1]陈独秀的这一理想说出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纷纷组建社会团体并提出自己改造社会的方案和社会实践。其一，社会团体的多元化。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开始自觉地组成团体。如1918年10月，由津京沪等地的爱国学生和同情他们的教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国民杂志社”；1918年12月，由北大学生博斯年、罗家伦等成立的“新潮社”，它是五四前夕出现在北大的著名社团；1919年9月，由周恩来、邓颖超等天津男女进步青年合组的“觉悟社”；1919年底，在蔡元培、陈独秀等支持下由王光祈创办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它是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其二，思想主张的多元化。知识分子在成立各种团体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如“国民杂志社”提出要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新潮社”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喊出了伦理革命的口号，主张对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文学进行批驳，传播西方近代思潮；“平民教育讲演团”要求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的自觉心等。这些小团体的宗旨不一，大多都是相当模糊笼统，但他们却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新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实践性的向往和追求。当时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不是纯粹的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实现所追求的某些肯定性的理想。在这种思想的促进下，各种外来的国内的思想主张纷纷出现并风行一时。“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中还有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蜂涌而来。”[2]其三，社会实践的多元化。在各种思想传播的同时，许多知识青年立即投入到由他们自己设计组织和建立他们的理想社会的实践中去。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有王光祈所创办的“工读主义互助团”。它被称为“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3]1918年4月由蔡和森、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它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它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较大的革命团，在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的问题上新民学会内部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最终确立了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成为主流。到1920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它的出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以及各种思想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多元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其次，多元化与一元化思想的碰撞。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思潮是在当时时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兴起的，这就决定了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发展都与救亡图存这一政治现状是分不开的。五四启蒙运动的目标是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抛弃，它主要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但它却仍然没有脱离传统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以及没有脱离中国近代抵御外来侵略，追求民主富强的救亡的主线。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时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现得软弱无力，既无法解决政治危机，也无力为民族救亡提供强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同时它本身也无法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故此，陈独秀等启蒙先驱发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试图通过宣传近代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以达到思想解放进而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危机。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五四启蒙者在发起启蒙运动时带有很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当时的启蒙大师胡适，在他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初曾说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决意要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胡适的本意，这主要是受到当时张勋复辟的影响。胡适先生也多次申明他是关心政治的，在《我的歧路》中，他谈到自己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所以毫无疑问，胡适最关心的还是政治。从胡适的话中可以看出五四启蒙思潮与政治存在密切的关系。

再次，救亡话题的一元化趋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内部便陷入军阀专制、混战之中，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断，外部受到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饱受欺凌，中国从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正是从爱国、救国的理想出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继续探索救国兴国之路。五四思想启蒙也是先进知识分子探求救亡之路，因此它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思想启蒙，而是民族救亡。在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思潮，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在爱国救亡这一目标指向上是一致的。他们不同的是救亡的道路和方式不同。周策纵先生指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实际上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所有重大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这个目的所引起的。”[5]从1915年9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五四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同中国现实政治斗争相脱离的。当时的知识分子自我设定不谈现实政治问题，单纯地宣扬民主、科学，以此来把人们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救出来，可是此后地思想启蒙却迅速向政治斗争转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使救亡的目的进一步凸现，救亡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单纯的西方式的启蒙救亡发生分化，衍生出俄国式的启蒙。这使之前单一的思想救亡衍生出多种救亡的方式，从而使思想启蒙向政治斗争方向发展。

五四启蒙运动前期传播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它们是中国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思想武器，然而在面对中国民族救亡这一问题时，它却无法解决。这就不能不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它的价值产生怀疑，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救亡道路，并迅速走向政治斗争。《新青年》从第五卷第五号起，开始较多地反映和评论当前的政治问题。1918年12月，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并宣传十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虽说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初期以前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巨大，但它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趋势。随着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民族危机严重，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政治斗争成为自然的事了。  

五四运动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从五四启蒙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蔡元培、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主张以“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为基本目标的政治改革，要求建立一个“好人政府”。这表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关心。他们的政治主张虽不久即宣告失败，但此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对许多知识青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是个非常直接的感觉。北大教授陈启修在1923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主张打倒军阀和国民外交，而这种政治事业，要靠学生来担任。到五卅运动之后，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知识分子大部分都开始转向关注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都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投身于政治中去。到抗日战争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都投身于抗日救亡中去了，而广大的知识分子也对政治抱以极大的关怀。政治上的救亡和复兴压倒了思想上的启蒙。

一元的政治话语压倒了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多元话语。

 

二、政党思想对自由化思想的取代

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其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三民主义”。它的出现推动了中国政党的发展。特别是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各种政治目标的政党纷纷出现。1912年1月章太炎改中华民国联合会为统一党，它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袁世凯，对抗同盟会；1912年10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会等社团组成民主党；1911年11月江亢虎将“社会主义同志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它是中国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1912年8月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中国国民党，不久中国国民党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党。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一次改组使国民党的高层出现严重分裂。到1919年10月孙中山宣布将中华革命党重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国民党开始成为中国的执政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各种政党或革命团体的出现对五四启蒙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政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发展，不利于启蒙思潮的发展。
首先，政党政治目标和信仰的唯一性。马克思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实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政党的本质是特定阶层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间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它的基本特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拥有一个领导集团来主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党的内部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它不允许有其它不同的主张。这一政治目的束缚了党内群体的思想多方面发展，它要求党内的党员要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和社会信仰。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走向。五四运动后的启蒙思潮受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很大，由于民族危机和民族救亡运动的冲击，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有许多知识分子组成或加入以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为目标的政党或团体。由于五四后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取得民族独立，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是思想启蒙。所以五四以后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主体不是进行主要从事革命和领导群众掀起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实行一党专制独裁的国民党等政党组织。而是那些既不赞同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壮大，使宣传思想启蒙的人大为减少。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在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理性，反对盲从；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思想自由，反对文化专制。在这些方面他们与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一致的，但在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对自由和人权理解等方面有巨大的分歧。他们严厉抨击自由派知识分子宣称的人性、人格、个性独立和解放、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批判他们远离现实，是躲在“象牙之塔”中的软弱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共成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很快投入到政治斗争中，但同时他们也注意对思想文化的关怀。这一关怀主要表现在：一是，注意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尝试用它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二是，参与东西方文化论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增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923年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反对东方文化派，要文学的及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法制和基督教，形成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有利于加强党内的思想统一。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思想在党内得到强化。中共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在党内思想的强化冲及了自由主义的发展。

再次，国民党专制下的“三民主义”。相对于提倡革命启蒙的中国共产党对思想启蒙的冲击，中国国民党则更为严重和直接。他们认为只有确立一个主导思想即“三民主义”，并引导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成一种习惯性的心态，这样才能确保国民党的政治地位。为此，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实行“党禁”并以立法的形式对思想自由进行限制，用行政手段限制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启蒙宣传。在1928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中明确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6]1928年8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民众运动案》中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组织团体之自由，但必须受党部之指导与政府之监督；政府应从速制定各种法律，以便实行。”[7]1930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以法律的形式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在制定相关法律加强舆论控制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大量查禁各种刊物。据国民党中宣部文件统计，查禁的社会科学类书籍“1929年至1931年间，共查禁364种，1932年共查禁65种，1933年共查禁和通令查扣52种，1934年共查禁101种，1935年共查禁和查扣70种 。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国民政府查禁的报刊也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 。这些刊物被查禁后，均被焚毁 。据称，1927 年4月至1937 年7月10年间，被国民党政权各检查机构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到1028种、进步文艺书刊458种 。其罪名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8]另一方面，国民党在加强对舆论控制的同时也注意大力加强“三民主义”的宣传，要使“三民主义”确立为中国的唯一思想。而三民主义的传播主要是国民党的政治需要，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民政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人的民众读物都应将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允许有其他思想的存在。国民党的“党禁”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大大打击了启蒙思想的宣传和传播，严重削弱了思想启蒙的力量。

国民党的文化高压政策虽然遭到许多知识分子的不满，但迫于政治压力，许多知识分子停止或大大减少自由主义的宣传。而此时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思想却在国内政府的大力宣传下得到很大的发展。同时与国民党相对立的中国共产党则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革命启蒙。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的不满从而转入并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党的目标而服务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启蒙思想被党的思想所取代。伴随着国共两党的不断发展壮大，两党的政党思想的不断加强，使处于思想启蒙中占主导地位的民间资产阶级自由派力量逐渐的衰弱下去，政党化也逐渐取代民间的自由化，使五四启蒙思潮渐渐地低落下去。

三、知识阶层的分化

知识阶层的分化首先表现为“为主义而斗”。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广大知识分子的宣传，他们是启蒙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者。在五四运动之前广大的启蒙知识分子都在“为主义而斗，勿为利欲而争，为平等自由而牺牲，勿为征服压迫而战，此吾人所以希望之于世界各国民，而尤希望于吾民族的国民者也”[9]而努力。到了五四运动之后，由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致使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西方文明的优越性。思想启蒙的先驱们改变之前的“拿来主义”，开始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并寻求第三种文明以此来挽救中国和世界文明。正当启蒙知识分子在寻求第三种文明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的消息及布尔什维克传入中国，这对当时中国的启蒙者产生了巨大的触动，它直接影响到启蒙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激进的启蒙者迅速的接受了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改造中国之路，他们极力的宣传中国也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些知识分子仍坚持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他们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此时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启蒙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分化。

知识阶层的分化进一步形成了“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文中他批评了高谈主义，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实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对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的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10]同时胡适还认为：“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11]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马克思主义，但胡适以“过激主义”为批评的对象。在当时中国社会里“过激主义”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李大钊等人的反驳。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就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李大钊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少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12]李大钊实际上是肯定‘主义’的重要性。但在关于“根本解决”的问题上，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13]在‘根本解决’这一方面的争论，正是胡适与李大钊两人之间争论的焦点，也是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者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的激进启蒙者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五四启蒙思潮的阵营正式分化。胡适等启蒙者坚持资产阶级的启蒙理论，从事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而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启蒙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启蒙理论，深入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启蒙。知识分子的分化使五四启蒙没有了一个知识分子共同启蒙的合力。这削弱了思想启蒙者的力量。

“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出现了关于“根本解决”的时代话题导致五四启蒙思潮分化为两个方向。但分化后的启蒙思潮并没有如胡适、陈独秀等人所期望的那样。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变迁，启蒙思潮也随之发生转变，五四后的启蒙思潮也逐渐低落下去。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阐述了他对五四启蒙思潮的目标——“再造文明”。胡适认为五四启蒙思潮的精神就是一种新的评判态度，它以“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为手段，以对旧有的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国故”为主要方法。胡适强调的注重文化研究，而实际上是侧重于知识者提高自身的修养。 “研究问题”是指用一种新的评判态度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进行一点一点地解决。这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研究问题”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忙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思想启蒙的工作。关于“输入学理”，胡适除了自己继续宣传使用主义思想之外，主要是发动青年学生到欧美学习深造，为今后“输入学理”造就人才。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大批的觉悟青年出国留学，然而这却造成了国内启蒙队伍的削弱，同时青年留学生通过留学的专业学习和国外安定的生活大大冷却了他们的启蒙热情。关于“整理国故”，原初胡适的目的是要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价值重估，为“在造文明”作准备。但实际上却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忙于考辨史料和学术探究，这样使得思想启蒙转变为学术研究。所以说胡适的“在造文明”的实践并没有起到促进思想启蒙发展的目的，反而大大消弱了启蒙队伍的力量。而陈独秀于1920年4月，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主张要注重五四启蒙向其他各方面扩展，强调思想启蒙要超出知识界向劳动者、军人等其他各界民众扩展，即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就是把参加五四运动的先进青年学生所具有的较高层次的觉悟扩展到一般国民。五四时期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陈独秀的这一主张。于是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组成演讲团，后又走向乡村，深入工农之中。在工农民众中间接受教育、改造自己，此时的知识分子已由之前的启蒙者转变为改造对象。同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些知识分子中许多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向民众宣传革命思想，引导广大的工农群众走向革命。这背离了陈独秀等人当初启蒙的目的，也大大减弱了思想启蒙者的队伍。胡适、陈独秀等人在五四思想启蒙分裂之初主张不同启蒙方向的目的都是想促进思想启蒙运动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他们为了自己的主张而进行社会实践的结果却偏离了他们最初的目的，从而使思想启蒙的队伍逐渐减小，启蒙思潮也渐渐地低落下去。

由上所述可知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低落是受制于特点的时代背景或时代限制并且有大致清晰的历史脉络可循，即因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和古代知识分子固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等影响，使广大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纷纷走向政治化，开始参与政治并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同时，带有一定政治目的的政党的出现和发展，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特别是国民党实行的文化专制统治，对不同思想的打压，这大大削弱了启蒙思想的力量。最终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主张革命启蒙的群体，这使得思想启蒙者的内部不再是一个进行思想启蒙的整体。启蒙思想分化后的知识分子开始为他们各自的目标而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实践，然而实践的结果却使启蒙的队伍进一步缩小，启蒙思想也随之低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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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rend of low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reason.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is after the 1911 evolution abortion and democracy defeat, som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began to explore new path of salvation and the practice. But this Enlightenment the rise quickly and soon began to move toward lowly. The author through, first, a discourse replace on the discourse of plural. Such as, intellectuals by a wide range of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llision with a kind of the trend of salvation Topics, ect. Second, political parties thinking of replaci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inking. Such as, the only goal of political parties. Chinese Communists "Marxism" of the tendency. Kuomintang dictatorship under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etc. Thir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tellectuals, Such as, “Fight for the Doctrine". "Problem and doctrine" struggle between. About "fundamental solution" problems, ect. Several aspects of the Causes of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Trend the Low preliminary discussions and clean up.
Key words:  the May 4th   Enlightenment Trend   Low   Causes

 
